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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雷晓康， 陈泽鹏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摘 要］ 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可借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机制，并挖掘社会融合在二者关系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

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融合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

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社会融合起完全中介

作用。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融合是比互联网使用更加重要的因素。基于此，在理论层面，新时

期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有机统一，社会支持理论应强调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深度融

合；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困难，另一方面要丰富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渠道，以此

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互联网使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社会融合；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志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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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1]，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提

升人民的精神富裕水平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阶段的重要任务，加快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推进社

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从微观生命历程角度来看，机体衰老伴随感觉丧失、健康恶

化、认知阻碍、情绪孤立、社交退缩等一系列问题易引发心理抑郁；就宏观社会变迁而言，老年生活长寿

与孤寂并存，传统社交关系与情感支持的减少亦引发诸多心理健康隐患[2]。因此，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

是我国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和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是衡

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探究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实现路径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其中，随着“全民网络时代”的到来，老年人也逐渐卷入到互联网浪潮中，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发布的第 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6月，我国 50岁及以上

网民群体占比为 25.8%，相较于 2012年提升了 19.6%，互联网持续向中高龄人群渗透。如今“上网”已经

成为老年人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网络化”与“老龄化”的深度结合使得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

此外，边燕杰认为人们幸福不幸福，社会融合是个重要的视角，个体越是融入社会，越能感到生活的

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其主观幸福感越高[3]。因此，为进一步探明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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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路径，本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为数据来源，以互联网使用为自变量、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为因变量、社会融合为中介变量，构建起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经由社会融合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

路径模型，为探索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路径提供一些新的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4]，居民幸福感已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之

一。当前，围绕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包括概念界定和影响因素探究两大部分：关于主观幸福感

的概念，作为幸福学创始人之一的美国心理学家埃德·迪纳的定义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根

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个人生活质量进行的全面评估，是一个与满足感相关的概念，强调愉快的情感体

验，包括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5]。我国学者邢占军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认为幸福感是人们基于自身

满足感和安全感而产生的主观愉悦情绪，是由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三者组成的有机整体[6]。具体到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看，孙鹃娟认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以老年人生活的现实条件为基础，受老年人的

思想、观念制约的一种感受，反映老年人的整体精神生活状况[7]。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

要分为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三方面：从自身因素来看，主要包括身体健康状况[8]、希望、乐观等

生活态度[9]；从家庭因素来看，子女数量、居住安排等代际支持程度[10]发挥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因素来看，

主要包括社会治理水平、环境治理水平等社会环境因素[11]和人际关系、活动参与等社会网络因素[12]。近

年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日益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载体和方式，关乎人们的生活感受和生活

质量，互联网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正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二）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关于互联网使用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持积极态

度，如祝仲坤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会显著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13]；冷凤彩等也得出了一致的

结论，研究显示居民使用互联网能令其幸福感提高 14.1%[14]。另一种持消极的态度，如Kraut等认为使用

互联网与陌生人等“弱关系”的交流排挤了与家人等“强关系”的沟通，并因此增加人们的孤独感，甚至诱

发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削弱主观幸福感[15]；Peng Nie等的研究也发现互联网使用与较低的主观幸福感水

平显著相关[16]。具体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来看，当前学者们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不足，仅有的

研究普遍认为互联网对于老年人具有显著的幸福激励效应，如彭希哲等的实证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会

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17]，张振亭[18]等学者的研究均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但是，来向武等的元分

析结果表示互联网使用测量工具会对研究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19]，而目前学者们对于“互联网使用”大

多采用简单的“使用频率”或“是否使用”来测量，无法深入解释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生活方式的多功能

性和强适应性，Jung等就表示在研究过程中不能盲目地认为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增加来源于对时间使用

的代替，应该超越仅测量使用时间的简单线性模式[20]。

综上，为优化改进互联网使用测量工具，本研究以使用和满足理论为基础，运用互联网使用动机来

进一步反映互联网的适用场景和需求满足。使用和满足理论认为从受众角度出发来看，受众的媒介接

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求，会影响传播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21]。

本研究借鉴Wellman对互联网使用动机的划分，即分为“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两种，非社会化

的互联网使用为无需社会交往介入，单独个体可以完成的活动；社会化的互联网使用则是以互联网为媒

介的社会交往。以此来考察老年人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动机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老年人通过和自身社交网络中的关系人或团体进行沟通互动可以得到物质和

情感支持从而提升幸福感[17]，互联网的社会化使用打破了空间、距离的障碍，降低了老年人参与社交活

动的成本，尤其对于出行不便的半失能老人或独居老人，极大地改善了其维系情感网络的条件，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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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主观幸福感。此外，张伟的研究表明个体从外界获取的信息量也会影响个体的生活幸福感[22]，互联

网的非社会化使用如阅读新闻资讯、阅读电子书籍、观看网络直播等均扩展了老年人信息获取的渠道，

有利于增强老年人的信息意识，提升老年人的信息甄别能力，降低老年人受骗事件的发生概率，提高其

主观幸福感。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互联网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

假设1b：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

（三）社会融合：作为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

黄匡时等将社会融合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会融合的宏观叙事，主要关注整个社会如何整合在一起

以及如何避免社会解组、社会混乱和社会失范等问题；二是中观社会融合的族群模式，主要用来研究外

来群体与流入地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三是微观社会融合的心理建构，主要从微观个体的心理层面

研究社会融入和社会接纳[23]。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层次，如对城市新移

民、农民工、失地农民、流动儿童、随迁老人等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关注，而对第三层次的社会融合

研究较少。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从个体心理健康层面出发探究老年人的个体社会融合感知，主要

包括老年人对群体或社会的认同和群体或社会对老年人的接纳两个方面。

1.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融合

社会互动理论认为，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交流而发生的相互

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有助于主体的社会融入，而传播技术是信息交流的重要媒介，如美国著名社会学

家罗伯特·E·帕特的研究就表明传播技术具有社会融合的功能，传播可以作为一种人文关照，加快社会

融合的速度[24]。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战场，正在深刻改变着老年人的社会互动方式，进

而影响其社会融合感知。Perkins等的研究证明老年人通过互联网不仅能有效增加他们与社会沟通、与

照顾者接触的机会，而且能够保持和拓展他们的社会联系，从而避免社会隔离，促进社会融合[25]。我国

学者宋士杰等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互联网作为打破地理空间隔离、拓宽人际交往的渠

道，具备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社会支持从而缓解老年人孤独感、促进社会接纳的潜能[26]。

互联网的社会化使用提高了老年人社会互动的频率，丰富了信息交流的途径，扩大了其与社会的联

系，有利于其在互动中发展对社会的认同，同时积极参与社会互动也有助于积累大量的社会资本，从而

更易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接纳，增强其社会融合感知。互联网的非社会化使用帮助老年人及时了解社会

中发生的热点时事，紧随时代的潮流，提升其参与社会互动的信心和能力，同时也培养其社会互动的兴

趣，增加了被社会接纳的可能性，从而对社会融合感知产生积极的影响。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互联网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社会融合成正相关。

假设2b：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社会融合成正相关。

2.社会融合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个人只有得到社会群体有效和适度的认可、接受和容纳，实现了社会融

合，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27]。Ward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积极的社会融合有助于缓解个体

的负面情绪，提升主观幸福感[28]。具体从社会融合心理建构的两个维度来看：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人们

社会认同的首要动机就是为了维持高自尊，老年人对社会的认同程度会影响到其自尊水平，而已有研究

表明自尊是主观幸福感的强烈预测因素[29]；社会接纳理论则强调“接纳”对个体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的

积极效用，加强社会对老年人的接纳可以打破老年人与外界的隔离，强化老年人的身份认同感和个人价

值感，让老年人感觉到需要和被需要，从而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综上，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社会融合程度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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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现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社会融合感知、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存在两两相关的关系，

社会融合在中间起中介作用，但从研究设计上来看，大部分学者将三者之间的关系割裂来研究，即只关

注其中的一对关系，使得影响路径不够明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王辉等就提出现有研究大多只考察

了媒介接触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需要对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展开进一步探讨，补充量化

的证据[30]。

为更加全面深入地阐释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结合上述讨论，本研究认为

老年人的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均可以通过提升其社会融合感知，进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故而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a：社会融合对互联网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假设4b：社会融合对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综上，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设形成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研究使用数据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项目 2017 年的调查数

据，该数据采用多阶分层抽样的方法，地理范围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的省级行政单位，且该数据是目前国

内罕见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个体互联网使用数据，因此对本研究来说，CGSS 2017是一个合适的数据资

料。本研究采用的问题均来自于CGSS 2017模块C部分，为保证数据质量和统计分析的准确性，剔除各

题目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后，该模块得到全年龄段总样本2430份。此外，考虑到退休会使人们在一段较长

的工作期内所形成的生活节奏、经济状况、身心状态、社会交往等都随之发生显著变化，且退休生活有可

能导致出现烦躁不安、消沉抑郁等情绪[31]，结合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不足 55岁的现状，本研究以“年龄≥55”
为条件对样本进行筛选，最终得到有效样本432份。

在 432份有效样本中，55-59岁为 21人，占比 4.86%；60-64岁为 148人，占比 34.26%；65-69岁为 105
人，占比 24.31%；70-74 岁为 69 人，占比 15.97%；75-79 岁为 62 人，占比 14.35%；80-84 岁为 19 人，占比

4.4%；85 岁及以上为 8 人，占比 1.85%。从性别来看：男性为 230 人，占 53.2%；女性为 202 人，占 46.8%。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为 44 人，占 10.2%；初中为 154 人，占 35.6%；高中或中专为 154 人，占

35.6%；大专及以上为 80人，占 18.5%。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为 343人，占 79.4%；无配偶为 89人，占

20.6%。从民族来看，汉族为 410人，占 94.9%；少数民族为 22人，占 5.1%。从政治面貌来看，党员为 123
人，占28.5%；非党员为309人，占71.5%。

（二）变量测量

为保证量表测度的一致性，本研究使用的所有题目均采用 5分制李克特量表，且Brown认为可以将

李克特5点量表视为定距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32]。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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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根据 Sapin等问卷设计者对该模块问卷题目的解释，个体主观幸福感主要从 3方面来衡量：通过“在

过去的四周中，感到不开心和沮丧的频率”（非常频繁=1，经常=2，有时=3，很少=4，从来没有=5）来反映个

体的抑郁情绪；通过“在过去的四周中，感到困难堆积得越来越多以致您无法克服他们的频率”（非常频

繁=1，经常=2，有时=3，很少=4，从来没有=5）来反映个体的压力感知；通过“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现在整体

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无所谓满意不满意=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
5）①来反映个体总体生活满意度[33]。该量表融合了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两方面，更加契合对于主观幸福

感的测量目标，相较于传统的“单题”直接测量，测量内容更加丰富且准确。

2.自变量：互联网使用

对于互联网使用，通过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您因为下列事情而上网的频繁程度？（总是=5，经常

=4，有时=3，很少=2，从不=1）”来测量。根据 Wellman 对互联网使用动机的划分，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包

括：“社交活动（如：通过 Email、QQ、微信、Skype 等与人交流）”“自我展示（如：将微信朋友圈、QQ 空间、

微博等作为自我展示的平台，记录与分享自己的心情）”“商务交易（如：网上转账、支付、网购等）”。互

联网非社会化使用包括：“休闲娱乐（如：游戏、音乐、视频等）”“获取信息（如：搜索信息、浏览新

闻等）”。

3.中介变量：社会融合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关注的社会融合主要指老年人心理层面对社会的认同或被社会接纳的感知程

度，即心理感知上与他人的距离。CGSS 2017中对社会融合感知的测量包括 3个题目：“在过去的四周

里，感觉缺少陪伴的频率”“在过去的四周里，感觉被其他人孤立的频率”“在过去的四周里，感觉被冷落

的频率”（很频繁=1，经常=2，有时=3，很少=4，从不=5）。

4.控制变量

以过往研究为基础，本研究选取年龄、健康状况（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
很健康=5）、婚姻状况（无配偶=0，有配偶=1）作为控制变量。

（三）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在信度方面，本研究中的四个

主要变量互联网社会化使用、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 Cronbach’α 值分别为

0.666、0.659、0.877和 0.773，均大于 0.65，为可以接受的信度水准。根据Hair（2009）的建议，取每个变量

所有题目的平均值来代表这一变量做后续的分析[34]。在效度方面，本研究中 4个因子的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值分别为 0.538、0.675、0.760和 0.591，均大于 0.5，并且所有题项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 0.6，表示

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此外，4个变量AVE值的平方根的最小值为0.733，均远大于所有变量相关系

数的绝对值，表明这些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① 原问卷中该题项为 7点尺度量表，为保证量表的测量尺度一致性，本研究使用 SPSS官网提供的方法，将 7点尺度转化为了 5点尺度，

进行后续分析。

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信度、效度及相关系数

变量

互联网社会化使用

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

社会融合

主观幸福感

均值

3.102
2.500
4.417
4.027

标准差

1.089
0.931
0.773
0.690

信度

Cronbach`s α

0.666
0.659
0.877
0.773

收敛效度

AVE

0.538
0.675
0.760
0.591

区别效度

1
0.733
0.526**
0.138**
0.137**

2
-

0.822
0.160**
0.112*

3
-
-

0.872
0.569**

4
-
-
-

0.769
注：** 表示 p<0.01 *表示 p<0.05（双尾检验）。对角线数字为各变量 AVE值的平方根，对角线以下的数据为变量

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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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同一数据源，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本研究运用Harman单因素

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将四个维度的全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

的22.02%，小于40%，可以认为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35]。

四、分析结果

为了检验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社会融合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社会融合三组直接效应，社会融合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本研究使用

Bootstrap法进行检验。Hayes认为连续抽出放回的Bootstrap方法相较于 Sobel检验和Baron&Kenny的因

果步骤法对中介效应检验更具优势[36]。

具体操作如下：在 SPSS25.0中使用 Process插件 V3.3版，选用 Model 4（单纯的中介模型），分别以互

联网社会化使用和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为自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社会融合为中介变量，

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为控制变量，置信区间设定为 95%，进行 5000次重复抽样，检验结果如表 2和

表3所示，其中表2为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表3为互联网非社会化使

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直接效应来看，互联网社会化使用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β=0.035），但是置信区间

CI=[-0.042，0.112]包含 0，且 p>0.05，影响效果不显著，假设 1a没有得到支持。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正向

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β=0.063），但是置信区间CI=[-0.014，0.141]包含 0，且 p>0.05，影响效果不显著，

假设 1b没有得到支持。互联网社会化使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融合（β=0.157，置信区间CI=[0.067，0.246]
不包含 0，且 p<0.01），假设 2a获得支持。社会融合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β=0.504，置信区间

CI=[0.424，0.585]不包含 0，且 p<0.001），假设 3获得支持。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融合

（β=0.108，置信区间CI=[0.017，0.200]不包含 0，且 p<0.05），假设 2b获得支持。社会融合显著正向影响老

年人主观幸福感（β=0.503，置信区间CI=[0.424，0.583]不包含0，且 p<0.001），假设3亦获得支持。

从中介效应来看，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通过社会融合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间接效

应（β=0.079，置信区间 CI=[0.038，0.125]不包含 0，且 p<0.01）和显著的正向总效应（β=0.114，置信区间

CI=[0.026，0.203]不包含 0，且 p<0.05），结合假设 1a的上述结论（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不显著）可知，社会融合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4a 得到验证。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通过社会融合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

（β=0.055，置信区间 CI=[0.007，0.113]不包含 0，且 p<0.05）和显著的正向总效应（β=0.118，置信区间 CI=
[0.028，0.207]不包含 0，且 p<0.01），结合假设 1b的上述结论（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不显著）可知，社会融合在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

设4b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方面，表 2和表 3中，均是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

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婚姻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表 2　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n =432）

控制变量

自变量（X1）

年龄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社会化使用

0.108*
0.209***
0.197***
0.157**

0.016
0.117
0.107
0.067

0.201
0.301
0.287
0.246

0.123**
0.064
0.199***
0.035

0.044
-.016
0.121
-.042

0.201
0.144
0.277
0.112

类别

模型1
社会融合（M）

β LLCI ULCI

主观幸福感（Y）

β LLCI UL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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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 社会融合

R²
F值

间接效应（IE）

总效应（TE）

0.114
13.674***

0.504***
0.373

50.629***
0.079**
0.114*

0.424

0.038
0.026

0.585

0.125
0.203

表2（续）

类别

模型1
社会融合（M）

β LLCI ULCI

主观幸福感（Y）

β LLCI ULCI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价值和创新点首先在于引入社会融合作为中介变量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拓展了社会融合感知在互联网情境中的应用，进一步明晰了影响路径；其次，运用互联网社

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来更深层次地反映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动机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超越了“互联网使用频率”的简单线性测量办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路径不显著。这一结论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一

致，如刘毅认为人们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是主观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因素，而社交媒体使用等

外部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限[37]，何婷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没

有显著的相关关系[38]。关于这一结论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深度”不足。当

前老年人运用互联网主要是满足其生活最基本的通讯、娱乐需要，应用的场景较为单一，对于网络交友、

网络游戏等高级功能不熟悉，互联网还未成为其“得心应手”的日常生活工具，所以并不会对主观幸福感

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此外，老年人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不仅会体验到满足感，还会有挫败感，老年人

互联网使用障碍现象还比较普遍，主要表现在打字、相关软件的具体操作等方面[39]，这一现象在高龄老

年人群中尤为明显，这也会抵消一部分互联网的幸福效应。

2．社会融合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首

先，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均会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感知，表明老年人不管出于

表 3　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n=432）

类别

控制变量

自变量（X2）

中介变量

年龄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非社会化使用

社会融合

R²
F值

间接效应（IE）

总效应（TE）

模型2
社会融合（M）

β

0.105*
0.195***
0.196***
0.108*

0.101
11.930***

LLCI

0.011
0.101
0.105
0.017

ULCI

0.198
0.289
0.287
0.200

主观幸福感（Y）

β

0.126**
0.056
0.197***
0.063
0.503***
0.376

51.196***
0.055*
0.118**

LLCI

0.048
-.024
0.120
-.014
0.424

0.007
0.028

ULCI

0.205
0.136
0.275
0.141
0.583

0.113
0.207

注：***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双尾检验）。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LLCI（Lower level confidence 
interval）表示置信区间的下限，ULCI（Upper level confidence interval）表示置信区间的上限。采用5000次重复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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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动机来使用互联网均可以增强其对社会的认同，同时也更容易被社会所接纳，这一原因主要在于互

联网满足了老年人参与社会互动的基本需要，提升了社会参与的能力，削弱了社会排斥，对于消解老年

人的孤独感、弥补参与信心的不足具有积极影响。其次，社会融合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Luo 
Lu的研究认为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多受人际及人与环境的关系所影响[40]，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这一

论断，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讲，当前子女由于日常工作压力、通勤距离等原因导致对父母精神关怀缺位的

现象较为普遍，而已有研究表明与子女见面越多、电话越多、感觉越亲近的能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

抑郁水平均越低[41]，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的日益缺失进一步扩大了其对社会认同和社会接纳的需要，因

此，社会融合感知对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主观福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社会融合是比互联网

使用更加重要的因素。

3．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157）大于互联网非社会化使用对社

会融合的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108）。此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个体单独完成的互联网活动可以帮助

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社会，但以人际互动为基本诉求的互联网活动更有利于拉近和他人的距离，对老年人

社会融合感知的影响更直接，影响强度也更大。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融合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行动，是一

个动态的行为过程，是主体与周围环境不断的持续性互动过程，并且与他人的行为相关[42]，而“互动”是

互联网社会化使用的核心要素和原始动机。

（二）理论意义

1.新时期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有机统一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智慧城市治理、智慧社区治理等治

理理念逐渐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热点讨论话题，然而目前多数研究者仅从治理的工具理性角度出发来

探究如何开发新技术的治理场景、如何利用技术来提高治理效率等，而忽视了对治理的情感价值的考

量，田先红等就认为长期以来，我们高度强调理性、制度和技术的重要性，而“人”尤其是“人”的情感则在

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渐渐被隐没[43]。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互联网技术，情感层面的社会融合感

知对于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应当提高对治理情感价值的

关注。回顾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历史，在传统公共行政时代，马克斯·韦伯认为发展成熟的科层制是在

“无恨亦无爱”的原则下运作的，科层制发展越完美，越是“非人性化”，各级官员越要从职务处理中排除

爱、憎等等一切纯个人的感情因素[44]。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上产生强烈

的回归个体自由、尊重个体特性的趋势，情感作为个体差异性的集中表现也逐渐得到公共行政理论的重

视，如裴宜理就认为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

式，虽然来源于言说者，然而对于改变言说者，具有独一无二的能力[45]。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统一，要在接纳现代科技的基

础上，正确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通过人文精神的指导和情感伦理价值的规制来使技术治理的手段性与

社会治理的目的性达成一致，促进公共之善的实现[46]。

2.新时期社会支持理论应强调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深度融合

社会支持理论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社会支持是在一定社会网络中，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

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47]。社会支持理论的讨论重点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的变化而适时调整，以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视角，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居民物质生活

水平较低，居民的社会支持需要主要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等物质支持；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后，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我国居民的社会支持需要已经逐渐转向对社交需

要、尊重需要等情感支持的层面。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当前，单纯依靠互联网技术这一物质支持无

法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老年人同样需要社会认同、社会接纳等情感层面的支持。

因此，新时期社会支持理论应明确情感支持的类型、来源等，深入阐释新时期情感支持的应用价值、

时代意涵和目标取向，厘清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各自的适用情境与支持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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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情感支持融合发展的培育机制与实现机制。

（三）实践启示

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以下几点实践启示：

1．推动解决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困难，切实保障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各项合法权益。首

先，要加强“老年友好型”软硬件开发升级，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给。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

听力、视力、敏捷性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现有的智能手机、手机APP等存在字体过小、操作繁琐等问

题，导致老年人难以进行“深度使用”，因此应根据老年人的生理认知特点对互联网软硬件进行“适老化”

改造，打破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壁垒，使老年人充分享受互联网的“福利”。其次，增强老年人的互联网

意识，创新培训方式，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教育，发挥老年大学、养老服务机构、社区等主体的教育作用，

如结合“基层社区创文工程”，推进社区科普工作，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定制个性化、多样化的培训课程，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互动性、趣味性培训活动。最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一方

面进一步提高传统线下服务质量，改善老年人服务体验，发挥好兜底保障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引导老年

人勇于尝试使用智能技术获取线上服务，在服务过程中逐渐增强其新技术使用自我效能感，让老年人切

实感受到智能技术的便捷性，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2．着力消除老年人的孤独感，丰富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渠道。首先，要努力满足老年人的代际情感

支持需要，重视营造“常回家看看”的社会氛围，引导子女定期为父母提供精神照顾和慰藉，通过家庭支

持来帮助老年人融入社会。其次，要积极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创造条件，如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创

办象棋、舞蹈、唱歌、乒乓球等各类兴趣协会；社区定期组织老年人集体郊游；引入“时间银行”模式来鼓

励低龄老年人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等。再次，要不断完善退休返聘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薪酬福利制

度、绩效考核制度等，以此来激励退休老年人积极发挥“余热”，一方面为社会、工作单位带来宝贵的工作

经验，另一方面，在“传帮带”的过程中可以增加与后辈年轻人的交流机会，有利于其自身的社会融入。

最后，要帮助老年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开阔视野，提高其社会融合的能力。

通过以上方式，可以推动老年人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增强彼此间的互动，逐步消除自身的孤

独感，发挥个人的价值，从而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有待改进：第一，我国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不同地区的老年

人互联网使用情况有差异，本研究没有区分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忽视了城乡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

“数字鸿沟”现象，后续的研究可以关注互联网对于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异质性影响。第二，本研究

对于互联网使用动机的测量不够全面，无法精准刻画我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特点，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

对老年人的网络信息搜寻行为、网络社交活动、网络娱乐消遣行为等使用动机进行研究。第三，在未来

的研究中，可以将社会融合进行进一步挖掘为社会参与、社会认同、社会接纳等维度，更全面地探讨心理

健康层面的社会融合在互联网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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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or Inhibiti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Subjec‐
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gration

LEI Xiao-kang, CHEN Ze-pe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CGSS 2017), we can explore the im‐

pact mechanism of Internet us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and explore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ocial and non-social use of 

the Internet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but the impact was not signifi‐

cant, and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Social integration plays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be‐

tween social use of the Internet, non-social u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For the impact of sub‐

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social integration is a more important factor than Internet use. Based on thi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theor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organic uni‐

ty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emotional value,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support should emphas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aterial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On the practical level,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fo‐

cus on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us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for the elderly,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enrich the social integration channels for the elderly, so as to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 Internet us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social integration;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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